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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视角下的我国税权治理机制研究
　①
T he S tudy of Our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 axation




[摘　要] 当前 , 我国税权治理机制存在事权 、财权和税权不统一 , 税权高度集中 , 地方税收立法权
缺位等问题 , 不利于地方税系的健全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是通过公共产品的视角来阐述税权
治理的理论依据 , 并借鉴西方国家税权治理的有益经验 ,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权治理机制。
Abstract:Now aday 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our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axat ion pow er such as
excessive concentrat ion of tax ation pow er牞lack o f the legislat ive power of the local taxation牣All those are
no t go od to perfect the lo cal tax ation system and develop the local economy牣This article mostly set for 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 r the gove rnance mechanism of taxation powe r in the view of the public goods牞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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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权作为一种公共权力 , 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向居民和纳税单位形成的税收管辖权 , 包括税
收立法权 、税制调整权以及税收征管权等。良好的税权治理机制 , 有助于恰当地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
府之间事权 、财权和税权配置关系 , 妥善处理好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 , 实现政府的各项经济和社会目标。
目前 , 我国正处于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转型时期 ,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 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受益原则决定
了分税分级财政的必要性 。而完善的分税制不仅需要中央税系和地方税系的健全与完善 , 也需要中央 、地
方两套税收体系的协调运行 , 更需要各级政府职能的合理划分和税权治理机制的完善。
　　一 、 完善税权治理机制的理论依据
(一) 合理配置税权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公共产品是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和服务 , 可
以供所有人享用 。但大多数公共产品的享用实际上都要受到受益范围的空间限制。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
人们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更精确的反映在地方一级 , 地方政府在了解和处理这些差异性偏好方面 ,
天然处于一种最佳地位。这样 , 地方政府就具备众多提供当地居民所偏好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利条件。
如果由中央政府统一供应地方性公共产品 , 则一方面由于政府收支要经过若干层次的预算过程 , 并且中央
政府要应付众多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 , 难免会出现信息不全或信息处理不当的情形 , 以致造成地方性
公共产品的供应无法在数量 、 结构和质量上切合当地居民的偏好。另一方面 , 由于需求信息方面的固有限
制和困难 , 中央政府很容易存在向各个地方提供水平 、标准和类型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的倾向 , 而无法估
6
2006年第 9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期
① 收稿日期:2006 - 6 - 20
作者简介:江明融 (1972 - ), 男 , 福建古田人 ,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博士研究生 , 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讲师 , 主要研究方向:
财税理论与政策。
计到各个地方的不同需要 。地区间偏好差异越大 , 由中央供应就越是缺乏效率 。因此 , 地方政府具备众多
提供当地居民所偏好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利条件。这使得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不同范围和层次的公共产品
的供应 , 以免造成效率的损失 。如下图所示:
　　在图中 , 假定 MC 是某种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边
际成本线 。现有 A 和 B两个地区 , 每个地区内部居




所对应的 Q a和 Qb就是两个地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
给量 。如果这种公共产品由中央按 Q c的数量统一提供 , 对于 A 地区来说中央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超过了该
地区的最优需求量 (即 Qc>Qb), 此时 A 地区福利损失为三角形ACE 的面积。而对于B地区来说 , 中央
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满足该地区的最优需求量 (即 Qc>Qb);此时 B 地区福利损失为三角形 BCF 的面
积。可见 , 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产品往往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从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 。如果由
各个地区自行决定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量 , 由于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 , 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的质和量往往更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 , A 地区会将公共产品数量确定在 Qa 水平 , 而 B地
区会将公共产品数量确定在 Qb水平 , 这样两地区都会因此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
(二) 赋予地方适当税权可以产生政府间的竞争效应 。根据蒂伯特模型 , 在资源与人口具有充分流动
性 , 且没有流动成本的假设下 , 人们会像选购商品一样挑选愿意居住的辖区 , 并选择那种公共产品最能满
足自己偏好而税收又最合理的辖区居住 。这样 , 一方面 , 偏好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 , 各个地方就有可能以
最低成本为基础来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 , 如果人们都能自由地去寻找自己的居所 , 那么各地方之间在
公共产品供给和税收征收的组合上就会互相模仿和学习。对于那些不能以最低成本提供一定质量公共产品
的地方管理者 , 其辖区内居民可以通过 “用脚投票” 的方式寻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较低辖
区。而当人们纷纷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较高的辖区向较低的辖区转移时 , 竞争的结果是各个地方政府将积
极改进公共决策机制 , 尽力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适合辖区内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 , 辖区之间公共产品的供
给成本差距就会逐步缩小 , 公共产品效率就会不断提高 , 整个社会福利就会实现最大化 。地方政府享有适
当税权可以促使其积极培育地方税源 , 增强自身财力 , 以满足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有效行使公共职能 , 提
供公共产品的资金需要。
(三) 政府剩余是各级政府拥有正当税权的基础。政府享有税权的正当性可以从政府剩余角度进行分
析。所谓政府剩余 , 是指政府为行使其社会管理职能 , 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 所增加的社会财
富的数量 。其原理如图 1所示:
　　图 1中横轴表示社会资源的总投入 , 纵轴表示社会边际产出。
MP0 表示政府中性时的社会边际产出曲线 , MP1 表示政府在有效行
使其社会管理职能时的社会边际产出曲线 , MP2 表示政府失效时的
社会边际产出曲线。MP1 位于 MP0 上方 , 表示有效政府与中性政府
相比 , 整个社会会得到更高的边际产品。其中 P0 R0 RO 矩形面积表示
中性政府下的社会边际产量 , P1 R1 RO面积表示有效政府下的社会边
际产量 , 二者面积之差 (即 P1 R1 R0 P0) 就是政府剩余 。政府要想有效行使其社会管理职能 , 就必须拥有
相应税权 , 产生正值的政府剩余是各级政府拥有正当税权的基础。当然 , 一国政府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构成 , 相应国家职能也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 , 我们在肯定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税权的同时 , 不应
忽视地方政府享有税权的正当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地方政府提供本辖区所需的公共产品 , 在一定程度




(一) 政府间事权 、 财权和税权不对称 , 导致政府行为效率的损失。事权 、 财权和税权相统一 , 以事
权为基础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税权 , 这是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框架的核心和基础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只着眼于分税 , 而在事权界定和税权划分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由于各级政府事权界定不明晰 , 各
项制度规定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 , 导致政府间的职能范围界限不明 ,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一方面 , 中
央政府没有完全承担起其职能范围内的事权 , 而是将一部分事权转移给下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向下转移 ,
其弹性逐步减弱 , 刚性不断增强 , 这使得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 , 无法提供完全满足本地居民偏好
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 , 1994年税改的主要意图是扭转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分配格局 , 制度目标决
定制度安排 , 导致财权税权不合理上移 , 地方税权缺失。究其原因是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
宪法基础 , 以及税权治理机制不完善造成的 。在中央与地方就事权 、财权与税权进行博弈的过程中 , 中央
政府地位十分特殊 , 它既是游戏参与者 , 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 , 这就导致了对地方政府不利的博弈结果 ,
使地方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来履行其事权 。地方政府只能利用信息优势欺瞒中央政府 , 对具有刚性较强的事
权以较低的成本低质完成 , 对其他一些刚性较弱的事权则采取拖延 、懈怠的方式敷衍上级。最终导致公共
产品质量和数量难以满足公众要求 , 造成政府行为效率大量损失。
(二) 税权高度集中 , 地方税收立法权缺位 , 削弱了地方税特有的功能。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 ,
中央与地方是纯粹的上下隶属关系 , 中央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的家长式作风 , 成为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
“万能政府” 。在立法方面一直沿用传统的中央统一立法体制 , 税收法律 、 法规 、规章等均由中央立法机关
和行政机关制定 。中央掌握全国性税种的立法权 , 包括全部中央税 、 共享税和绝大部分地方税税法的制
定 、 颁布和税种的开征 、 停征权。而地方政府只有极其有限的税收立法权 。由于税权高度集中 , 地方税收
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的缺位 , 地方政府无法能动地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及时开征优质税种 ,
制定实施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税收政策 , 这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的调控配置区域性资源 , 从而
削弱了地方税特有功能的发挥 , 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 地方税立法权的缺位 , 还导致地方
政府 “准税收立法权” 的泛滥 , 使大量的收费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 , 严重侵蚀了税基。
(三) 地方税立法滞后 , 税制设计不合理 。税法是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它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施行。目前 , 我国 《税收基本法》、《地方税法
通则》尚未出台 , 不能从法律的高度对我国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与管理权 、政府与税务机关的权限划
分 、 地方税种开征及调节范围等重大问题进行科学 、 合理的界定 , 地方税乃至整个税收体系建设缺乏依据
和规范。公共财政框架要求建立完善合理的地方税制结构 , 使地方政府拥有提供满足地方偏好的公共产品
的足够财源 , 并且对经济具有一定调节作用的主体税种与辅助税种 。而现行地方税各税种大多是在分税制
改革前立法制定的 , 存在税种多但收入规模小 、 征管难度大 、 主体税种选择不科学 、税制运行不稳定 、税
制适用内外有别等问题 , 这与实际社会经济情况相脱节 , 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而像社会保障
税 、 教育税 、环保税 、遗产和赠与税等具有特定调节功能 、有助于地方发挥资源配置 、 维护社会稳定 、调
节财富分配 、保护环境 、 公平税负的地方税种缺乏 , 也直接造成了我国税收体制的不健全和地方税收结构
的缺损 , 不利于地方税系的充实与完善 。
三 、 西方典型国家税权治理模式比较及启示
因经济发展水平 、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不同 , 西方各国财权集中与分散的程度也不尽相
同 , 其治税理财的方式也各具特色 。目前 , 各国税权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分权型税权治理模式 、
集权型税权治理模式和混合型税权治理模式。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 其实行的是分权型税权治理模
式。美国各级地方政府都独立行使隶属本级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 分级管理 、自成体系。州 、
地方两级议会都可以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税收立法权 , 并独立执行 , 联邦政府一般不予干涉 。同
时各州和地方的税收政策差异也很大。例如:在 50个州中有 7个州根本不课征个人所得税 , 即使在同一
个州内 , 税权也不统一。州和地方各有其相应的税务机构 , 在税务行政或人员管理上都有较强的独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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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方式也各具特色 。当然 , 地方政府的税收权力并非不受任何制约 , 当地方政府出现不适当课征时 , 联
邦法院有权作出停征的判定。为协调好三级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 , 美国还实行自上而下的补助制度。
法国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 , 其实行的是集权型税权治理模式。法国税收管理体制高度集中 , 其税收体
系以中央税为主 、地方税为辅 , 地方税所占比重较低 , 各级政府的税收严格按税种划分 , 各有各的税收收
入体系。法国税收立法权在中央 , 如开征哪些税种 , 向谁征 , 怎样分配 , 都由国家在税法中予以明确规
定。具体的税收条例 、法令则由财政部制订 。地方必须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法令 , 地方仅享有一定的地
方税税率调整权和一定的减免权 , 以及决定开征必要的税捐等 。法国对地方税收入不足问题 , 主要通过一
般性补助和专项补助加以弥补 。
日本实行的是集权分权兼顾的混合型税权治理模式 , 其税制具有明显的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
特点 。日本的税收立法权都归国会 , 内阁为实施税法发布政令 , 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等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政
令制订条例。地方有独立管理地方税种的权力 , 但要受国家制定的 《地方税法》的限制 , 地方政府征收的
税种原则上只限于 《地方税法》中所列的法定税种 , 其正常税率 (标准税率) 也都由地方税法规定。当地
方政府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时 , 可在法定税种之外开设普通税 , 但该税的开征和调整必须经过地方议会讨
论通过。日本是典型的 “大地方政府” , 大部分事业由地方兴办 , 地方财政支出不足部分通过国家下拨税 、
国库支出金 、国家让与税等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通过以上三类典型税权治理模式的比较 , 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 , 事权 、财权和税权相统一 , 注重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从税收管理权限上看 , 各国税收管理级
次划分都保持和政权级次相一致。各级政府的事权 、 财权 、税权依法予以清楚界定 , 职责范围明确。征税
权相对集中于中央 , 中央掌握重要税种的立法权 、解释权 、开征停征权等。地方也有较大机动权 , 如税目
税率调整权 、税种开征停征权 , 以及减税权等。各国都十分注意地方税制在整个税制中的重要地位 , 都能
从效率与受益的角度考虑 , 以税收自身特征与性质来划分各级政府的税源 , 以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确
定税收收入分配的份额 , 既体现了税收管理的科学性 , 又能充分调动政府治税理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第二 , 权力均衡机制完善 , 有效防止地方税权滥用。各国在强调分税分权 、给予地方政府较为独立的
税权时 , 也纷纷建立完善的权力均衡机制 , 以预防地方政府滥用税权。主要是通过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和
司法机关之间以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 “以权力制约权力” 与政府外部———社会公众 (纳税人) 的 “权力制
约权力” 相配合来防止税权的滥用 。这说明地方政府的税权实际上受到上位法律的监督和制约。
第三 , 实行不同形式转移支付制度 , 满足地方政府实现职能的财政需要。由于分税并非国家财力的彻
底分配 , 而是国家全部税收收入基本的或初始的分配 ,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不可能通过 “一刀切”
的办法予以划分 。因此 , 为了使税权集中与事权分散的矛盾得到缓解 , 大部分国家都建立相应的财政补助
制度来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 , 最大限度地避免在这一问题上可能出现的不规范 、不公平的主观倾向。
四 、 完善我国税权治理机制的思路与途径
(一) 制定统一的税收基本法 , 完善税权治理机制。市场经济是法制化经济 , 有效的政府间税权治理
机制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作保证 。许多国家都将税收法定原则明确写入宪法或税收基本法 , 而我国税法在
《宪法》中的容量过小 , 只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 , 未将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税收法定主义体现
在 《宪法》中 , 这就为不规范的税收立法留下较大空间。由于税权划分属于税收的根本性问题 , 不能在
《税收征管法》这种级次较低的单行税收法律中设定 。因此 , 完善我国税权治理机制的关键是构建以 《税
收基本法》为核心的税法体系 。在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上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 即中央 、地方税收的立法
权 、 管理权 、收入规模 、 税种量限以及管理体制等必须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 防止朝令夕改;制定颁布地
方税法大纲 , 税权应在 《税收基本法》中予以明确 , 而不应由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 。设立 《税收基本法》
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 是健全税法体系 、合理划分税权 、 规范税权治理机制较为理想的选择 。
(二) 统一事权 、财权和税权 , 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 。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 , 并依据事权
合理确定支出规模 , 在确定事权和支出规模的基础上划分财权和税权 , 是规范各级政府行为 、完善税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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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的前提。从西方分税制国家的实践来看 , 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越清楚 , 政府间的财政收支矛盾就越
少 , 税收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可见 , 各级政府间事权的清晰界定是处理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初始环节 。要
界定好各级政府的事权 , 首先必须从财政体制创新入手 , 减少财政级次 , 同时明确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 ,
在公共领域中组织和执行公共产品供给 , 变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其次是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和层次性或
受益范围来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 、 财权和税权 , 保持地方政府事权与税权的大致统一。并通过法律的程序
规范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 , 使之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 防止出现因权责划分不
科学 、不规范而导致相互扯皮现象发生 。在公共财政框架下 , 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应由中央政府承担 ,
属于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则由地方政府承担 , 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可由地方政府承当为主 , 中央在一定程
度上参与和协调 。
(三) 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当划分 , 既有利于保持
中央在税收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 又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在税收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央应掌握具有跨地
区影响力的重要地方税种的立法权 , 适当赋予地方相应管理权 。对于事关市场体系统一 , 事关地区间平衡
与协调 , 或者事关中央税税基 , 在宏观调控中有着与中央税同等重要的地方税种 , 如营业税 、 企业所得
税 、 个人所得税 、证券交易税等 , 其立法权 、解释权 、开征停征权等必应当集中在中央;对于税源普遍 、
税基固定性强 、 与中央税基的关系不大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 , 如房产税 、 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 中
央只负责制定基本税法 (即中央拥有该税种的立法权和解释权 , 而开征停征权 、 实施办法 、 税目税率调
整 、 税收减免及其征收管理等权限可以下放给地方);对于税源在地区之间分布极不均衡 、但不会对中央
税基构成威胁 , 同时与宏观经济不发生直接经济影响的税种 , 如契税 、车船使用税 、特定消费税等 , 应由
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和特点决定是否开征 , 其税法解释权 、 税率制定权 、税收减免税权等也归地方 。地
方政府还可结合本地经济资源优势 , 对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税源开征新的税种 , 并制定具体征税办法 , 但要
报上级机关备案 。当然 , 在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时 , 也要防止地方税种林立 、地区间税负 、税率差
别过大情况 , 以保证全国市场的统一。
(四) 健全配套措施 ,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合理划分地方税权 , 还必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
相关配套措施。地方税收收入和财政转移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两个主要来源 。由于划分依据不完全相
同 , 税权划分与收入划分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所以 , 在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收支差异较大的情况
下 , 即使税权划分合理 , 也难以保证各地收支都能实现平衡。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通
过纵向转移和横向转移 , 使收不抵支的地方实现收支平衡 。一方面 , 应将体制补助 、结算补助和税收返还
纳入过渡期转移支付 , 按客观因素和法定公式公平分配。同时逐步调整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数量 , 将其作
为中央可支配财力全部用于均衡性拨款 。另一方面 , 要继续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 , 利用因素法合理测
算各地方的标准收入 、标准支出和应得的转移支付支付额 。此外 , 还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承上启下的省级转
移支付制度 , 这是分税制体制能否在地方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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